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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绅商阶层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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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绅商”作为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近年来学

界对绅商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综述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词义、绅商性质、绅

商作用、绅商产生途径均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梳理各种观点能够对绅商阶层有一全面准确

的认识，同时也能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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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近代化史学范式的影响下，学界对绅

商阶层的研究呈雨后春笋之势，学术论文及学术著

作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对于绅商阶层的研究综述

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的词义、性质、作用等几

个方面均存在争议，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对比能

够使我们更加清楚、深刻地认识绅商这一阶层，同

时也能够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 

一、学术界对“绅商”词义的辨析 

（一）“绅商”一词起源 

 “绅商”一词是近代各种历史文献中出现相当

频繁的一个词，其出现的具体时间学界有论证。余

英时先生在讨论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时，曾列

举出一条较早记载“绅商”的材料，“余抵任后⋯⋯

即出示严禁棚民开垦山田；劝谕商绅，疏通河道，

以妨壅遏”
[1]
。此则材料是麟庆在 1823 年任徽州知

府时的自述。余英时先生应用这则材料，大抵是为

证明两点：一是“绅商”一词大致出现的时间，二

是此时的“绅商”一词指绅士和商人两类人。同时

余英时先生引用材料证明，“绅商”一词即是“绅

士商民”一词的简化，“于是郡中绅士商民，输金

糜至”在此材料中可以看出“绅商”是由“绅士商

民”简化而来
[2](P574-575)

。 

对于“绅商”一词是由“绅士商民”一词简化

而来，谢放教授也找到了材料来证明此一结论。在

光绪十九年（1893）巴县档案中记载：“自前冬天

至渝以来，每与城厢内外商贾绅粮谈及洋棉纱利益，

无不叹息。今据绅商等意见，拟在重庆城外，亦须

仿上海纺纱公司章程，先以集股开设机器纺纱

局”
[3](P65)

。由此材料可知“绅商”即为“绅贾绅粮”

的缩写，这则材料也佐证了余英时先生“绅商”即

“绅士商民”的论断。同时谢放教授找出最早出现

“绅商”一词的材料为： “又与郡城绅贾商酌，允

为详请议叙，始得制钱数千贯，交绅士办理，不经

官吏之手”
[5](P31)

。 材料中的“绅贾”与“绅商”为

同义，而这则材料是在朔平知府张集馨香在 1837 年

日记中提到的，这也是最早关于“绅商”的记录。

同时谢放教授在《“绅商”词义考析》一文中列举

了大量在十九世纪中叶文献中出现“绅商”一词的

例子，同时指出在二十世纪初“绅商”一词在各种

文献、档案中已经是到处可见。 

由此可以看出，“绅商”一词出现最早的时间，

当是余英时先生列举的道光三年（1823）麟庆自述

中提到的“劝谕商绅”这一例子，此为“绅商”一

词出现于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同时余英时先生对

“绅商”即为“绅士商人”一词的简化用材料进行

了证明，此一观点得到学界的认同，当属无疑。谢

放教授《“绅商”词义考析》中指出，最晚到 19 世

纪中期，“绅商”一词已流行与于各种文献，到 20

世纪后，“绅商”的用法更是俯拾皆是
 [4](P126)

。 

（二）“绅商”名辩 

从上文可以得知关于“绅商”一词出现的时间、

“绅商”一词的由来及“绅商”一词在资料档案中

大量出现的时间，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观点。

现在学界对“绅商”这个词争论比较大的是其指代

性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绅商”一词，既可以分

指绅士和商人，也可以特指绅士和商人融合成的一

个新的阶层。汉学家巴斯蒂教授认为：一般说来，

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集团，那就泛指参与商业的

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他们

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

人，那仅指前面两类
[6](P620)

。马敏教授认为：在 20

世纪前期的文献中“绅商”主要指的是绅士和商人

两类人，但是在此时的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单指性的

例子，即直接称某人为“绅商”
[7]P410）

。谢放教授则

认为晚清以来虽然出现了绅与商的合流，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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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亦绅亦商人的阶层，但是当时的文献中，“绅商”

一词基本上是指“绅”与“商”并未形成一个单指

性的混合词
[4](P124)

。对于此，王先明教授则采取一种

比较折中的看法，其认为“在清末社会关系体系中

‘绅’与‘商’两个社会阶层的已经相互渗透，一

身两任的人物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绅’与‘商’

从总体上任由不同阶层与集团的区别，绅商即是

‘绅’与‘商’的合称，又是亦绅亦商的单称。这

是一个社会躁动时期难以确切定性的动态性称谓概

念”
[8](P241-243)

。徐鼎新同王先明一样认为：“绅商是晚

晴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爱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

层。它集‘绅’与‘商’双重身份、双重性格于一

身，上利用官与绅一脉相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势力，

下利用商与商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经济关系”
[9](P48)

。 

可见关于“绅商”词义的分歧主要是其指代性

的问题。马敏教授和谢放教授成为两种观点的代表

性人物。马敏教授认为“绅商”一词既可以指分别

指代“绅士”和“商人”两种人，也可以是对“亦

绅亦商”这类人物的单称。“明清之际论及绅士和商

人合流现象时，多以‘士商相杂’谓之。这里的‘士

商’，通常指士人和商人两类人，偶尔也兼指亦士亦

商、浑然一体的群体或个人”
[7](P410)

，而谢放教授的

观点恰与马敏教授的观点相左，其认为“绅商”一

词基本上分指“绅”与“商”，并未形成一个单指性

的“混合词”。由此可以看出关于“绅商”词意争论

是以马敏为代表的“单指性”内涵和以谢放为代表

的“分指性”观点。 

马敏教授认为直到 20 世纪初年，文献中使用

‘绅商’一词时，多分指绅士和商人两类人。但是

随着“绅士和商人在新的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参透、

融合，有时二者已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变成某

种亦绅亦商的，兼具绅、商特征的独特群体”
[7](P412)

。

马敏教授引用多条史料来证明其观点，如 1906 年《商

务官报》上刊登的一则商部禀文，“该绅商所每年

包雇五千车认缴运费自可照准等因。查此案既经北

洋大臣核复照准，所有该绅商等设立栈房、运储煤

灰一事，自应准其立案”
[14](P10)

。马敏教授指出在这

则材料中“绅商”一词直接冠之于一人。这表明当

时绅与商的融合已经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

在人们的观念中绅与商已经成为浑然一体的群体。

同时马敏教授将“绅商”与“职商”、“学绅”两

类人进行了横向上的比较，进一步指出由传统之绅

向近代社会之商进化是其总的趋势，虽绅、商特性

兼具，但又以商的身份为指归。 

谢放教授的观点恰与马敏教授的观点相左，在

《“绅商”词义考析》一文中详细的论证了“绅

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和“商”两类人，并

没有形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这一命题。谢放在文

中不仅列举了六个代表性的例子来论证，而且还对

马敏所列举的实例进行了一一反驳。谢放教授列举

的实例在时间上跨度较长且包括当时的报纸、公函、

禀文，具有较强的实证性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同时

指出马敏在证明自己观点时对材料的解读不准确

性。如针对上文马敏认为“绅商某某”为“绅商”

单指性最有力的证据，谢放教授指出“绅商”一词

作为连称多见于官方的批文中或是他人的“他称”，

“绅商”的自称基本上分为“绅等”或“商等”，很

少有自己称呼自己“绅商”。这表明“绅商”自身，

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
[4](P130)

 。通

过大量的材料分析谢放教授最后认为，清末以来

“绅”与“商”已经出现了融合，形成了一个亦绅

亦商的阶层，但是在文献中出现的“绅商”一词大

多分别指代“绅”与“商”两类人，其还没有形成

一个单指性质的混合词。“亦绅亦商”的人对自己的

身份认同仍有偏重，或认为自己偏重于商人，或认

为自己偏重于绅士。即“绅”虽然从事了工商业，

但其身份认同仍然是“绅”；“商”虽然用金钱买来

“绅”的头衔，但是在身份认同上仍觉得自己乃是

“商”。由此可知“绅商”一词的内涵实际上是社会

的转型与文化的变迁所留下的印记，丰富的社会内

容与文化意蕴包含在其中。只有对“绅商”所处的

社会经济环境作更深入、更具体的调差研究，才能

够了解到“绅商”一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表达

出来的历史信息，才能了解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实

的、深刻的“绅商”的含义。 

综合以上来看关于绅商词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

其单指性和分指性的分歧上，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各自为谢放和马敏。谢放教授注重多材料的分析，

对档案中“绅商”具体的词义和称谓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由此得出其“分指性”的结论；马敏则从长

时段的视野考察 “绅商”其含义，因“绅商”阶层

不断的发展其含义也必定随之变化，在产生之初可

能没有分指性的内涵，但是随着“绅”与“商”的

不断融合，随后绅商一词必定会产生“单指性”的

含义。 

二、“绅商”阶层的社会构成及形成途径辨析 

清末社会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山河破碎、

国势危急的严重挑战下，救亡图存构成近代中国压

倒一切的主题。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危机的情形

之下，重商主义思潮兴起。在此一思潮的推动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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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地位大幅度的提升，传统的“四民”社会

格局被打破。同时在重商主义思潮下，传统社会秩

序下的“利义观”也发生改变。“在重商主义思潮

的冲击下，儒家正统义利观开始在人们心目中逐渐

贬值，而求利、致富观念则逐渐占居上风，深入人

心，成为时势所趋”
[11](P75)

。“绅商”阶层即是在此

种背景下产生的，作为晚清绅士阶层与商人阶层相

融合的产物，绅商阶层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产生：由

绅而商或是由商而绅。 

（一）由商而绅的方式 

由商而绅的途径中，商人主要是通过捐纳和捐

输两种方式来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化。而在道咸同光

之际广泛流行的捐纳和捐输，乃是商人跻身于绅士

群体的主要途径
[7](P416)

。捐纳和捐输都是以资买官的

形式，但是两者之间仍有区别，大体上可以这样说

捐输是奖励，捐纳是卖官。晚晴国势江河日下，财

政短缺达到极点，因此，卖官鬻爵的情形更加泛滥。

大量的商人通过捐纳和捐输两种形式在仕途上取得

功名，即便只是一个虚衔。从苏州商会第三届 73 名

绅商功名、职衔来源情况可对此一情形有一管窥。 

表 1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途径 由科举 由捐纳 总计 

人数 11 62 73 

百分比(%) 15 85 100 

图表资料转引自：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

绅商》第 83 页。 

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商人是出于对绅士社会地位和特权的企羡，

自己也想通过跻身统治阶层，来获得相应的特权。

第二，商人群体通过此一方式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

从而保护自身的经营活动，取得同官府打交道的资

格。“商人一经册列于绅士，就有了相应的面子和

保护伞，说话办事都硬气的多，这是社会价值认同

仍定向在绅士群体使然”
[11](P85)

。第三，近代开通商

口岸以后，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变化。这

与其四民之末的地位不符，自然要求改变富而不贵

的现状，要求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得到相应的认可。

第四，近代商人为摆脱从封建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

经济中谋求利益的方式，要求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

但是仅商人自身的地位远远不能做到这点，这就要

求商人借助官府与绅士的力量来发展自身。 

商人通过捐纳等途径转化为绅士阶层的情形，

多少分化和改变了这个传统权势阶层的内部构成，

使现代化的一些因素融入了这一传统阶层，相对稳

定的社会阶段也发生了一定的裂变，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其具有积

极意义的一面。然而，商人在与绅士阶层发生部分

融合化的过程中，难免不习染上一些“官气”，从

而使商人阶层的素质发生某些不利的变异，这是其

消极的一面。 

（二）由绅而商的渠道 

19 世纪末以来，尤其是 1894 年甲午战争之后，

传统绅士和官员向工商界的转化大大加剧，“弃士

经商”已蔚然成风。风气所及，甚至连封建最高功

名获得者—状元开始经商。1895 年，状元张謇兴办

大生纱厂，成为“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商。状元而

外，其他级别的绅士由科举仕途转入工商界的，更

是不胜枚举。马敏在《晚晴“绅商”阶层的产生》

一文中列举大量的实例来证明此一观点。王同愈，

字胜之，晚号栩缘老人，江苏元和人，光绪十五年

（18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七年（1891

年）和十九年（1893 年）两度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继又任清朝驻日公使参赞。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因为女儿病故返回苏州原籍，遂脱离官场，积极参

与地方商务和学务，1905 年发起组织苏州商会，起

草呈商部稿。商会成立后被选为名誉会员，开始由

绅向商转化。清末民初被选为苏经苏纶丝纱厂总经

理，并供职苏省铁路公司，成为姑苏声名显赫的亦

绅亦商的人物。巴县秀才杨海珊租德商牌在南江门

外晒坝设立了一家火柴厂。烟台生员孙乐修拟设立

畜牧公司，抽牧经纪费。福建闽县人陈壁，系光绪

三年（1877 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后涉足商界 
[7](P423)

。这样的例子很多，这说明当时士绅经商已经

成为一种不可扭转的潮流。 

晚晴士绅“弃士经商”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分析。首先是因为近代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后，

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动及社会关系的调整，使传统的

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因此农业宗法社会

向工商业社会过渡过程中，金钱必然代替功名成为

衡量社会成就与地位的重要标志。其次，晚清科举

制度的变革乃至废除与绅士纷纷转入商业有极大的

关系。废除科举制，使读书、升官、发财之间没有

了必然的联系，学子们不能通过此一途径来光宗耀

祖，更有甚者其生计也已成问题。在此情况下各省

童声、生员、贡生只能抛弃功名，重新寻找出路、

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因而 1905 年废除科

举之举是导致绅、商合流趋势增强的关键因素，对

近代社会阶层的调整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11](P92)

。学

者对于对于由绅而商的这中社会阶层的转化，都认

为是积极的，是社会阶层流动向着正确方向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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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认为：在甲午战后迅速升温的由绅而商的转化，

则属于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变化趋势的顺向社会流

动。社会流动的方向取决于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度。

由绅而商人的顺向流动取代并压倒由商而绅的逆向

流动，既是社会价值定向由虚趋实、由士而商的转

化结果，也是社会结构变化明显加快的表征。王先

明指出绅士集团的转型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

这一转型淡化了传统身份的吸附作用。这一转型趋

势是身份社会转向职业社会，进而有助于促进人身

的解放，使民众挣脱等级的束缚，获取个性的自由，

尽管在近代中国这一作用是有限的
[12]

。 

三、“绅商”阶层的性质辨析 

关于“绅商”阶层的性质定位主要有两种观

点。有的学者认为“绅商”阶层是中国新兴资产阶

级的组成部分或者称之为其早期形态，而有的学者

通过考察“绅商”阶层的历史沿革和地区差异，认

为不能笼统的将“绅商”和资产阶级划等号。 

贺跃夫在《晚晴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一

文中将“绅商”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绅商、正在

演变中的绅商与新兴都市资产阶级化的绅商。而笼

统的把“绅商”阶层同资产阶级画上等号是不合理

的。贺跃夫首先对三种“绅商”的产生源流做一梳

理，又将“绅商”发展源流也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由于投资经营近代企业，而导致自身的经

济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由地主阶级变为资产阶级。

第二种是作为地方上的士绅、名流，仅仅参与、涉

足、倡导建设本地新兴近代企业，而本身并不投资

或经营这些新式经济事业，经济地位也没有发生重

大变化。同时自明代以来传统社会各阶层之间早已

经存在社会流动，因此 19 世纪中叶以前作为社会流

动产物的绅商仍旧是封建财富与权势的结合；而 19

世纪下半叶以后，面对新的社会变局，“绅”与“商”

的合流中已经介入了新的历史成分。“到 20 世纪初

年，传统内变迁与近代变迁的并存与交汇，使‘绅

商’的社会构成已复杂化。因而，我们对清末‘绅

商’群体的社会属性，难以作笼统的定性概

括”
[13]P45）

。同时在清末办企业的热潮中，一些地方

的士绅名流涉足的新兴经济事业很多，在当时的《东

方杂志》、《申报》、《商务官报》中此类报道可谓是

不胜枚举，但能够真正的办的像样的却没有几家。

并且除通商口岸由买办或者由买办转化转化而来的

“绅商”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外，

内地“绅商”对近代企业往往不善经营，一般仍是

通过传统方式来经营。在这些企业产生之初“他们

传统的社会声望、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最初可能有

利于企业的诞生，但他们的知识背景、传统意识及

行为方式又有可能阻挠甚至扼杀新生资本主义婴儿

的发育成长。因而，涉足新的经济事业者，并不一

定意味着经济地位的变动，我们对卷入清末企业热

中的‘绅商’的资产阶级化的程度显然不能估计过

高”
[13](P45)

。可见此类的“绅商”只是披着资本家外

衣的与近代资本主义多少有些关系的士绅，其并没

有在实质意义学会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运作

方式。          

基于以上对“绅商”类型的分类，贺跃夫指出，

实际上清末的绅商阶层包含着各种类型，其经济活

动的内容和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绅商阶层的

社会性质也不能笼统的划一，不能笼统的断定是一

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者资产阶级。“绅”与“商”的

合流既是传统的封建财富与权力的结合，也是近代

社会变迁中出现的阶级的重构现象。同时由于中国

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各地区之间

变现出或快或慢的趋势。而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及

历史因素导致各省之间本来就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水

平，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影响下加剧这种

不平衡的趋向
 [13](P46-47)

。因此在贺跃夫教授看来在界

定“绅商”阶层的性质时既要考虑其本身的历史沿

革和结构作用，也应兼顾到各地区不同经济水平下

“绅商”的具体作用。而不应该将“绅商”阶层与

资产阶级笼统的划等号。 

对于“绅商”性质的界定，马敏认为：“绅商”

的社会属性非常难以确定。一方面，“绅商”在行业

构成、经营方式、乡土渊源、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上表现的非常保守、非常传统，基本上与传统的绅

士和旧式的商人一样。但是另一方面，绅商已经开

始参与、涉足近代形式的实业投资，同近代经济发

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的运营方式、生活方式、

思想意识上都开始出现近代化的趋势。在这一意义

上，又不能完全将绅商阶层驱逐在近代资产阶级的

营垒之外。所以将绅商阶层定义为，中国资产阶级

的早期形态比较合适。马敏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此命

题进行了论证。第一，“考察绅商阶层是否已经构成

近代民族资产阶层的早期形态，必须始终注意捕捉

它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特征，考

察该阶层在近代化潮流中所表现出的总的发展趋

向，看它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已经属于资本主义新兴

经济体系，是否已站在早期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

办事。简言之，即判断其根本经济利益之所在。由

此判断，近代绅商阶层已经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有着广泛的和密切的联系，其经济活动和思想意

识也开始表现出某些不同于传统绅士和商人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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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因此在总的趋势上‘是坚定的支持经济

现代化的’，基本上可以视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早

期形态”
[7](P436)

。第二，对“绅商”阶层定性须区分

中外关于资产阶级定义的不用认识。资产阶级是西

方社会科学中引入的一个概念，其表现的是欧洲近

代社会阶级演化的一种形式。但是中国学界总是自

觉不自觉的用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我

国，这样就不能够真正的看到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

本态。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与

历史背景，即便是中国出现过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

的形式，但我们相信两者的不同点还是要远远大于

其相似点。第三，“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又是一

个由外及内，内外结合，由隐而显的连续建构过程。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着两级的社会分化和整

合，一极是旧式地主、商人、官僚和士绅在巨大的

社会震荡中被迫瓦解、分化，被甩离原来的运行轨

道，重新寻求自己的社会位置；另一极是新的或半

新半旧的社会成员在共同利益驱使下，日益接近、

组合，进而凝聚为一个具有一致经济和社会目标的

新兴社会阶级—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如果说中国早

期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不过是一个处在分化组合中的

多层次结构的社会阶级集团，那么，绅商阶层便是

其中与传统社会最为接近的一个层次，也是新旧社

会阶级，阶层部分重叠和粘连的层次”
[14](P208)

。 

四、“绅商”阶层的社会作用 

“绅商”阶层的社会作用与对其评价息息相关，

国内对绅商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且多是在现代化的

范式下对其作用和影响进行评价的。所以在绅商评

价的问题的上并没有大的分歧，基本上都承认其在

促进近代经济发展这一方面的作用。马敏《官商之

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对“绅商”阶层

的社会作用做了系统的评价。此书从绅商与社会公

益、绅商与社团、绅商与市民社会、绅商与南洋劝

业会四个方面对绅商的社会作用进行了阐述。如在

社会公益“正是在绅商阶层与官员的合力推动下实

现的，而资产阶级化的绅商群体在这类公益活动中

进一步整合了自身的集团凝聚力，将其势力和影响

延伸到许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尚不甚明确的公

共领域之中”
[11](P227)

。绅商的作用主要还是表现在对

中国近代经济的推动方面，马敏指出“晚清近代绅

商的经济活动，即有顺应近代化潮流，推动晚清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依附于传统，使近代社会

经济转型变得复杂而迟缓的一面。从后来的历史演

变过程观照，绅商经济活动的前一方面的意义是主

导性的，绅商阶层本身充当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

级关系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过渡的跳板，

现代意义的工商资本家正是从绅商一代亦官亦商、

亦绅亦商的早起形态的资本家逐步演化而成”
[14]

。 

马敏教授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来说明绅商的

社会作用，纵向上回溯了传统绅商在社会中扮演的

角色作用，而后在每一方面重点分析了近代绅商的

角色功能。横向上对近代绅商的所处的时代背景进

行了详细的剖析，指出绅商扮演这样角色的原因。 

五、结语 

对“绅商”词义、“绅商”阶层的性质、“绅商”

阶层的产生途径及其作用和影响做一简单的梳理，

有助于我们对“绅商”阶层的全面理解。在“绅商”

词义及性质方面学界仍存在较大的争论，每位学者

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而对于其作用影响及其产生途径方面马

敏教授对此有一全面详细的论述，且学界基本对此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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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ian Jin security guards in Min Guo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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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new police was produced in 1902, there is no such position as the security guard. In Min Guo 

period, the security guards were built to protect the social order because of the turmoil and deterior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security guard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ecurity, dealing with the emergent 

group incidents, and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In most time of the Min Guo Period, Tian Jin security guards 

mainly protec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 police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lo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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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entry clas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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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try class as a new class in the modern society is a product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which provides a good way to obser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for us. Recent years, there are a lot of researches and 

books about the gentry class, but no research overview.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for the meaning,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gentry class. Analysing various ideas can help readers build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try class, and promote the study on the gentry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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